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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場空前的劫難，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

識。但毫無疑問，客觀評價文革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工作還有待進一步改進。

本文試圖從可得數據與實證資料重新評估文革時期的教育發展情況，得出的結

論是：這一時期中國的教育擴展十分迅速，至少可以從規模和數量角度這麼

說。然後，我們通過理論和經濟史資料分析來解讀為甚麼在文革時期教育會有

如此快速的增長。

一　人力資本嚴重損失，還是教育擴展？

2003年，蔡昉、都陽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估算了文革時期人力資

本積累受到的嚴重破壞。人力資本最重要的積累方式就是教育；以平均受教育

年限來計算，當時的人力資本積累損失大概為14.3%1。這與我們的直觀印象頗

為一致。

然而，我們發現，在文革中後期至文革結束後的一年（以下簡稱文革中後

期），即1969至1977年，有一次規模較大的教育擴展，主要表現為中學和小學

在校生的大幅度增長，相對而言，高等學校在校生的規模則很小且波動不大

（圖1）。粗略地看，人力資本積累的估計損失數值將會大大下降，甚至還存在為

負的可能2。從入學率的增長來看，情形也是如此。我們發現，文革時期入學率比

之於文革前後都要高（表1），當然適齡人口的增長可能也是這次教育擴展的原因。

為甚麼在低收入水準下，適齡人口迅速增長非但沒有導致入學率下降，還

有相當程度的上升？這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一般來說，經濟條件愈差、家庭

規模愈大，子女受教育水準就會愈低3。根據這一預測，在人口高速增長、經濟

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文革中後期，入學率理當下滑，教育發展理當滯後，但事

實與之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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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1957至1968年間制度結構、人均收入與文革中後期較為相似，我們以

之作對比組。1957至1968年中學生在校生人數年均增長6.9%，其中高中生年均

增長3.8%，初中生年均增長7.3%；而1969至1977年間，中學生在校生人數年均

增長21.0%，其中高中生年均增長28.5%，初中生年均增長11.8%。小學生在校生

人數1957至1968年間年均增長3.7%，1969至1977年間年均增長4.2%4。由此可

見，文革中後期教育擴展是迅速的，比之其他時期明顯更快。

這一發現令人吃驚，大大背離一般的直覺。批評者可能會說，即使教育規

模與數量擴張迅速，但這一時期由於教師受迫害、學制縮短、課程政治化，教

育的品質可能大大下降5。首先，蔡昉、都陽並沒有考慮教育品質的因素，這至

少說明從數量角度來看，我們可能誤解了文革時期的教育發展。其次，教育品

圖1　新中國各類學校在校生人數（19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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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文革前後各類學校入學率的比較（1952-1979）

年份 初中畢業生 小學畢業生 適齡兒童入學率（%）

高中入學率（%） 初中入學率（%）

1952 168.6 96.0 49.2

1957 39.7 44.2 61.7

1962 30.0 45.3 56.1

1965 70.0 82.5 84.7

1970 38.6 71.2 ／

1975 60.4 90.6 96.8

1978 40.9 87.7 95.5

1979 37.6 82.8 93.0

資料來源：《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頁100。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

版社，1999）；中經網統計數據庫，http://db.cei.gov.cn；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歷年）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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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評估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簡單地將常規課程的設置以及知識教育作為評價教

育品質的標準是片面的。張俊森等認為，毛澤東時代強調實際經驗，讓大中小

學生參與農業和工廠生產勞動，提高動手操作能力，未嘗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

方式。他們利用雙胞胎資料估計「文革時期」與「非文革時期」的教育回報率，驚

奇地發現「文革時期」的教育回報率竟然高於「非文革時期」6。

可以這樣設想，如果用教育回報率作指標，很難說文革時期的教育品質更

差。理論上講，如果教育品質更高，同樣的受教育年數應該獲得更高的回報；

教育回報率可以作為教育品質的一個近似測度，而且效果應該更加可靠。至於

文革時期教育品質並不差的原因，張俊森等認為，雖然政治干預了正常的課程

學習，許多教師受到迫害，學生必須積極地學習政治材料，並在農村和工廠參

加生產勞動替代部分學校教育，但這種教育的潛在正向效應一直被忽略。他們

認為，文革使得學生更加接近現實世界，這可能增進了他們的現實技能，並磨

練了他們的意志，早年的經歷和艱難困苦可能對他們以後的工作有°重要的作

用。文革使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更有紀律，更有責任感，這些都抵消了知識方

面的不足。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現有研究對文革教育的負面評價是不公正的，誤讀

了這一時期教育的發展及其對後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當然，我們也不宜過

度誇大對文革時期教育品質的正面評價，但客觀評價有利於我們反思當代的教

育發展問題，特別是在動手操作能力、意志與精神培養方面的缺陷。文革時期

教育發展規模增長迅速，但是在文革結束後，中小學在校生人數都有較大幅度

的下降7。因此，討論這一時期的教育對我們理解教育發展問題有°重要的意

義。特別在當下，農村學生輟學率居高不下8，教育發展狀況在很多地區遠不及

文革時期，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有利於我們反思當代的教育發展問題。

二　為甚麼會出現教育擴展？

現有對教育擴展原因分析得最為深入的是人力資本理論。該理論認為教育

屬於對技能和能力的智力投資，它會增加個體經濟生產能力，從而增加個體的

經濟收入。對教育進行投資和對物質資本進行投資一樣，都是為了獲取回報。

這樣，教育擴展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人力資本投資能得到更高的收益率。這一

理論為實證研究所證實，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9。有學者發現，在美國，教育投

資的收益率遠高於房產投資，而與機器設備廠房投資相當，且風險更小bk。

但張俊森等認為，從教育投資中獲得豐碩報酬需要適宜的經濟政治環境。

他們認為文革時期的經濟政治制度可能是不適宜的。他們利用1977年河北一

個生產隊的資料估算發現，生產隊在分配勞動收入時從不獎勵大多數成員接

受教育bl。似乎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很難理解文革中後期的教育發展。

趙耀輝是最早意識到在教育回報率很低的情況下教育也有可能擴展的經

濟學者。她認為教育可以提高勞動者遷移的概率，尤其是從農村到城市的遷

移，而遷移可以大大地提升經濟收入，從而間接地提高教育回報率。趙耀輝

發現，教育可以通過影響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提高在工作中的收入兩方面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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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用，而教育回報率估計的只是後者，不能估計出前者，所以就會低估了教育的

經濟收益bm。

這一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文革中後期農村教育發展的某些方面。由於城市

工資遠高於農村，那麼接受教育以提升在城市找到工作概率的激勵便主要集中

在農村，這一時期的教育擴展將主要是由農村教育發展拉動的。但我們發現，

這一時期教育擴展並不是由農村教育單方面增長所帶動的（表2），城市和縣鎮的

教育增長速度也十分迅速。顯然，我們需要開闢新的思路。

本文試圖通過一個分析框架，結合上述趙耀輝的思路來解釋文革中後期的

中國教育擴展。具體而言，文革時期行政性分權導致計劃經濟「小型化」，產生

了巨大的管理者崗位需求。管理者掌握資源的分配使用，可以獲得相對較高收

入。要獲得這些崗位，受教育是必須的，所以就促進了教育快速發展。而平均

主義的分配政策大大降低了受教育的機會成本。

管理者和生產者的區別在大多經濟史研究中又稱「幹群差別」。武力承認計

劃經濟體制產生了少數幹部享有經濟特權、脫離群眾、貪圖享受的官僚主義現

象bn。對於農村的幹群關係，黃宗智對長三角的研究發現，大隊領導每年可免除

80%的生產勞動，而且掌握°經濟管理權、集體收入和財產的分配使用權，因此

當大隊的幹部也是眾人企望，但大隊幹部必須有相當的文化水準bo。

表2　中國學校在校生人數與城鄉結構（1971-1977）　　　　　單位：萬人

年份 城市 縣鎮 農村 廠礦 城市 縣鎮 農村 廠礦 城市 縣鎮 農村 廠礦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小學 小學 小學 小學

1971 126.4 91.5 344.9 483.2 201.5 1,063.1 1,219.0 608.4 9,397.3

(832.1)

1972 228.0 155.4 474.6 52.4 565.3 254.6 1,904.6 165.5 1,224.8 703.5 10,621.0 519.6

1973 273.6 188.6 261.1 73.8 549.6 250.5 1,723.0 179.4 1,195.8 776.8 11,597.7 578.2

1974 322.8 199.1 480.8 94.0 551.2 283.1 1,813.3 193.1 1,124.7 804.4 12,552.3 614.7

1976 337.2 221.8 924.7 111.5 676.4 401.7 3,274.9 280.0 955.3 764.9 13,285.3 608.7

1977 353.6 256.7 1,189.7 127.9 701.8 420.0 3,858.2 315.2 915.1 737.4 12,965.1 611.7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71-1977年。引自人大經濟論壇，www.pinggu.org。

註：因1971年統計項目的不同，所以沒有廠礦辦學的相關資料，而括號內的資料為農村小學附屬中學班的在校生人數。1975年

資料則沒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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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元職業分割與教育在遷移中的作用

為了方便論述，我們將改革開放以前的體制依照慣例稱為「計劃體制」。本

文將計劃體制下的工作分為兩種：一是生產活動，一是管理活動。由於計劃經

濟的制度特性及發展中國家落後的技術水準，生產活動一般工作條件差、勞動

報酬低；而管理活動則工作條件好，工作報酬高。這^管理活動的報酬既包含

實際分配的報酬，也包含隱性收入及其他收入。

由於計劃體制本身承擔大量的資訊負荷，它必須僱用大量的人員來處理資

訊，做出決策，而且還要僱用人員來對資訊處理人員和決策人員進行監督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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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然後又要對監督和激勵人員進行監督和激勵，這形成一個長長的資訊處

理、監督、激勵的鏈條。這就使得計劃體制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官僚主義的特

徵，而且這種官僚機構本身具有自我膨脹的內在衝動，因為機構膨脹會增加個

體官僚偷懶的機會，而機構自己又不用承擔成本。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一個比較貼切的描述，

其較為基本的模型是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以兩個市場

為特徵，即高工資的一級市場（primary market）和低工資的二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由於這一模型一般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

我們這^只是借用其基本思想。我們同樣將「好」的勞動力市場（職業）和「壞」的

勞動力市場（職業）區分開來，「好」的職業收入高，「壞」的職業收入比較低，因

而人們有從「壞」的職業加入「好」的職業的衝動和激勵。

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一般認為兩個勞動力市場之間缺乏人員流動，本文認

為，人員流動是可能的，但要附之一定的條件，就是教育。如果教育是從「壞」

的職業加入「好」的職業的必要條件，那麼兩個職業工資的差距以及從「壞」職業

加入「好」職業的概率便是影響人們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是要支付一定成

本的，在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準福利機制」下，直接成本大都為政府承擔，那

麼最重要的成本就是機會成本。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討論受教育的激勵：受教育

可能性增加的原因是，由「壞」職業加入「好」職業的概率加大（也就是加入「好」職

業變得更加容易）、「壞」職業和「好」職業之間工資差距加大，以及受教育的機會

成本下降。

但如武力研究，文革導致幹群差別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這一改變方向對

教育擴展是不利的，所以我們主要論述的是遷移概率的加大及受教育機會成本

的下降。下面我們就用經濟史資料結合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的含義和趙耀輝的

解釋，來討論文革中後期的教育擴展。

四　文革時期行政性分權與遷移概率的加大

為了交代文革與行政性分權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對新中國經濟史進行簡

要的重新梳理。

（一）從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到文革的爆發

1949年新中國建立，共產黨政府繼承的是一個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體制。從

當時的知識水準與發展階段看，迅速引進在西方已經成熟並為蘇聯學習的現代

社會分工體系，對於促進經濟發展是關鍵的bp。1950年代，中國現代社會分工體

系是在蘇聯和東歐的援助下完成的。由於這一社會分工水準不符合資源稟賦比

較優勢並超越市場發展階段，因此中國必須採用非市場的手段使得社會生產資

源流向有益於這一分工體系的方向。根據林毅夫等分析，這產生出一系列制

度：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濟主體、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以及扭曲的宏觀政策

環境bq。這種「三位一體」的制度是中國在不具備成熟交易制度的情況下，用來協

我們可以這樣討論受

教育的激勵：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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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下降。



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調從外部引進的現代社會分工體系的必然結果br。這一整套體制就是「計劃經濟

體制」。

計劃經濟體制將資源配置權集中於一小群計劃精英手中，來完成整個社會

的資源調配。這種經濟體制和發展戰略的選擇，部分反映了當時在許多發展中

國家領導人中存在的一種看法，即蘇聯代表了一種現實的、也是相當成功的抉

擇，以取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雖然中國領導人對蘇聯的成就持同樣的看

法，但是從一開始，他們就對蘇聯經濟體制的許多特徵感到擔心。一些人對高

度集中的計劃和管理體制的僵化表示擔心，而另外一些人則認識到，中國不能

照搬蘇聯的模式，忽視農業。在某些方面，毛澤東以及那些與他關係密切的

人，對蘇聯制度與日俱增的官僚化，對它重視與資本主義而不是與共產主義更

一致的價值觀，感到頗為不解bs。

1956年毛澤東就批評了計劃體制激勵不足的問題bt，同時也意識到中國共

產黨在農村的天然同盟軍——農民的利益在計劃體制中受到損害，認為這具有

極大的政治風險ck。1957年，中國政府做了一些減少過度集中的嘗試，措施是放

鬆對某些私人市場的控制以及將一些決策權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機構。1958和

1959年，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樣的嘗試。1960年大躍進失敗後，又回到

集中計劃上，同時加強市場作用、提高個人積極性，這主要體現在農業上，也

在一定程度體現在小工業上。

對偏離蘇聯模式的嘗試蒙受失敗的原因，共產黨高層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分

歧。毛澤東、林彪等人辯解說，大躍進的基本思想並非不正確，只是因為貫徹

不力、時運不濟，以及蘇聯背信棄義，才導致了暫時的失敗。而另外一些領導

人則認為，正是大躍進的觀念才是這場災難的主要根源。這時候，根據楊小凱

的觀點，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派認為必須回到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路線上；而

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派則認為必須摒棄蘇聯式路線。

毛澤東的社會建設理想，楊小凱認為是政治掛帥，群眾路線，各地自給自

足，採用小型、本地生產技術，反對大型、現代、全面規劃的技術，反對專家

路線。我們曾稱之為「毛澤東式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主義」。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認為這種經濟發展戰略與

方式的根源是「延安模式」，即「經濟工作的分散經營和自力更生」。1957年開

始的新的經濟模式探索，毛澤東所推崇的正是工業體系的區域化，這被稱之為

「塊塊專政」cl。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指出，中共1966年以後所貫徹的政策，就是

1950年代提出的、並在19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同時加進了1958至1959年間

大躍進方式的某些部分的政策。

正是原則上的分歧，再加上政治鬥爭，1966年開始，毛澤東以「階級鬥爭」

為手段，試圖摧毀自己為之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建成的政權cm。這場從1966年開始

的政治風暴，幾乎摧毀了整個計劃經濟體制賴以生存的中央計劃機構。政治風

暴之後的「小農社會主義」，有效地降低了社會分工水準與資源稟賦間的巨大差

距，是中國由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向比較優勢戰略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轉

變，但這種轉變長期以來一直為理論界所忽視。不過，「小農社會主義」並沒有

擺脫計劃經濟的特質，資訊負荷只是由中央計劃當局轉移到了地方政府，這必

然加速地方政府的膨脹，必然帶來官僚機構的擴張。

1950年代，中國現代

社會分工體系是在蘇

聯和東歐的援助下完

成的。由於這一社會

分工水準不符合資源

稟賦比較優勢並超越

市場發展階段，所以

中國必須採用非市場

的手段使得社會生產

資源流向有益於這一

分工體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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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性分權與遷移概率的加大

如前所述，在文革的混亂後，經濟發展戰略的思路是明確的，即「小農社會

主義」。具體說，決策權力不斷下放，這在當代經濟史研究中被稱為「行政性分

權」。自1970年開始中央向地方分權，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央政府部門的撤併和國

家財政、信貸和稅收的簡化cn。文革對於中央計劃當局的破壞性打擊，導致計劃

當局處理不了自己所承擔的資訊負荷時，最好的選擇就是將這一部分權力下放

給其他計劃機構與層級。這種下放是不斷進行的，層層下放，形成了「小農社會

主義」。

但是，權力的下放並沒有給予企業自主權，只是使得計劃經濟「小型化」，

所以這種分權並不是經濟性分權，必然使得整個社會需要更多的基層計劃管理

人員。因為總體資料不易得到，我們查閱了貴州省《桐梓縣志》，得知全縣國家

行政幹部數量1965年為1,138人，而1970年為1,730人，1971年為2,889人，1972年

為2,911人，1974年為3,405人，1976年為3,615人。從中可以管窺到當時基層計劃

機構的迅速擴張。另一方面，決策權力的下放必然導致資源控制的下放，以及

地方政府投資力度的加大，這表現為「小工業」投資與招工熱潮。1973年，桐梓

縣內興辦「五小」工業和社隊工業企業240個，有小煤R114個，鍋廠6個，硫磺廠

13個，陶瓷廠6個，紙廠27個，農村水電佔72座co。由於沒有從業人員的資料，

這只能間接地證明我們的結論。

這一時期城市招工人數也大幅度增長，主要見於基層的工業企業。例如，

山東煙台造鎖總廠1949年後、改革開放前有三次招工，第一次是1958至1959年，

招收265人；第二次是1971年，招收161人；第三次是1975至1977年，招收

358人cp。

根據前述趙耀輝的解釋，當進入城市工作的概率增加時，受教育的激勵就

會被激發出來。計劃權力的下放必然使得下層計劃機構所掌握的資源增加，使

得小工業的投資加大，企業的招工也就加速了，從而激發了對教育的激勵。

五　平均主義分配與受教育成本的下降

如前所述，受教育的成本主要為機會成本。在計劃經濟時代，教育的直接

成本一般由國家福利承擔。在按勞分配體制下，若遵循嚴格的「多勞多得，少勞

少得，不勞動不得食」的原則，則受教育的機會成本會很大，特別是活在生存線

附近的生活水準下的人。小孩如不接受教育，可以獲得一份勞動收入以改善家

用，這可以理解為甚麼在19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以後，大量的中小

學生輟學回家務農。而在計劃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則使教育的機會成本

下降。

計劃體制下的分配政策在城市表現為「八級工資制」，在農村則表現為「工分

制」。「八級工資制」起始自1956年的工資改革，建立了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等

幾大類分配制度。不同的系列採用不同的級別分類，級別與工資相對應。最高

工資與最低工資間的比例，約為28：1。各系列之間可以互相換算，如文藝一級

當進入城市工作的概

率增加時，受教育的

激勵就會被激發出

來。計劃權力的下放

必然使得下層計劃機

構所掌握的資源增

加，使得小工業的投

資加大，企業的招工

也就加速了，從而激

發了對教育的激勵。



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相當於行政八級cq。同時依據各地自然條件、物價等狀況，並適當照顧重點發展

地區和生活條件艱苦地區，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工資區類別愈高，工資標

準愈高。規定以1類地區為基準，每高一類，工資標準增加3%，如北京屬6類地

區、西寧屬11類地區。

1956年工資改革剛剛完成，國務院很快發布指示：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面

降薪。降薪後，各級工資間的最大級差數，從28：1變成了25：1。1959年2月和

次年10月，中共中央又兩度下令降低高級幹部工資。1960年又下令十七級以上

黨員幹部降低工資標準。最高與最低工資標準之比為20：1。

對1956年的工資標準，毛澤東曾評論：「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

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九評」中寫道：「絕不要實行

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

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

職權享受任何特權。」除薪金外，實際上還有特殊待遇的問題，如物資供應和警

�、住房等。為了抵制這種複雜化的官僚主義趨勢，毛澤東號召義務勞動、數

次降低工資、下放幹部到農村開展「四清」cr。

我們可以看到在文革之前，平均主義傾向已經抬頭。比之於市場經濟工資

差距，趙德馨認為「八級工資制」間的差別其實微乎其微。關於「八級工資制」的

企業資料，我們參閱了福建省情資料庫的《福建省志．煤炭工業志》，這一套標

準從1959年4月開始執行，省屬企業、專區和縣屬企業分別執行不同的「八級工

資制」。按規定，省屬企業最高級不得超過六級，專區和縣屬企業最高級不得超

過五級。這樣井上人員最高月工資省屬企業為70元（六級），最低月工資收入

為31元（一級）；專區和縣屬企業最高月工資為51元（五級），最低月工資為27元

（一級）。1961年8月，新工人開始執行「五級工資制」，最高月工資和最低月工資

分別為40元（五級）和24元（一級），收入差距大大縮小cs。

「工分制」是計劃經濟時期農村落實按勞分配的具體措施。張江華這樣描

述：糧食分配方式有兩種，一是口糧，即按照每家戶糧食消費能力所確定的糧

食定額；另一種是工分糧，是按照工分多少來分配的糧食。口糧與工分糧的分

配比例是所謂的「人七勞三」，即生產隊可供社員分配的糧食中，70%用作口糧分

配，30%用作工分糧分配。但無論口糧還是工分糧，都會在年終決算中的家庭總

工分值中抵扣，都是勞動所得。口糧的配給主要根據年齡來確定ct。

從農業合作化之初起，各種各樣的「工分制」就已在各地廣泛展開。在生產

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後，這一制度漸趨完善。具體說，即以生產隊為核算單

位，以生產隊內的家戶為基本單位進行分配。生產隊會計用全年生產隊可分配

的收入除以全年生產隊的總工分，得出單工分的價值。每個家戶全年總收入也

就是由每家的總工分乘以該工分值。每一家戶全年總收入，減去家戶這一年在

生產隊中的總支出，即得出該家戶該年的淨收入（或淨負債）dk。高王凌的調查發

現，糧食中有五成是按人頭均分的，而文革時期達到八成甚至更多dl。

趙德馨認為，文革時期的左傾思潮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貫徹按勞分配原

則，而是熱衷於限制微乎其微的個人收入差別。孫健指出，在文革中城市^一

再提廢除「八級工資制」，吃飯不要錢，反對生產責任制、反對按勞分配dm。毛澤

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也批評物質激勵、「利潤掛帥」，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教

育的直接成本一般由

國家福利承擔。在按

勞分配體制下，若遵

循嚴格的「多勞多得，

少勞少得，不勞動不

得食」的原則，受教育

的機會成本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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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毛澤東在1974年指出，「八級工資制」是一個「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

「等級制」dn。在農村，左傾思潮嚴厲地反對所謂的「工分掛帥」。在以糧食為主的

實物分配中，「人頭糧」的分配更加抹平了農戶之間僅有一點的工分數量差別。

很顯然，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下，受教育的機會成本大大下降

了。在城市，參加工作所能獲得的工資是非常低的；而在農村，口糧分配比例

增加導致不參加生產勞動的成本大大降低。這樣教育的收益為個人所獨享，而

教育的成本為社會或者集體所承擔，所以更多人願意去接受教育。結合上文分

析，受教育進入「幹部」群體和成為工資收入更高的「工人」群體的概率加大，這

一切導致了文革時期教育迅速擴展。

六　結論性評述

綜上所述，文革中後期中國經歷了異常迅速的中小學教育發展。幹部與群

眾之間的收入差別，以及要成為幹部必須受教育，是使得教育發展成為可能的

重要原因。在文革時期，由於行政性分權導致了幹部隊伍的大幅度擴張，同時

小工業的發展使得招工人數大量增加，這些導致了勞動力遷移的概率大大增

加，受教育的預期收益也隨之增長。與此同時，平均主義「大鍋飯」式的分配制

度導致受教育的機會成本大大降低，二者共同促成了文革中後期的教育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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